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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
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
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
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
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
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
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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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新忠（1969—），男，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天津 300071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宁刚刚继承大统，当时最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风
调雨顺，丰乐祥和，然而一场该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瘟疫却悄然登场了。在此后的数年
中，这一据称自闽广地区由海路传入的疫病，迅速在该地区蔓延，并继续向西向北流传，
酿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灾难。真性霍乱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周期性流行
序幕亦就此拉开。 

对这样一次大疫，尽管目前学术界已有所注意，但对这次疫情的具体情况，现有的研究或
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讨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论述，尚
未有人将其置于历史演进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难明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寓意。
本文试通过这一疫情在江南地区的发生情况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对中国近世生态与社会
的变迁作一审视和思考。不当之处，敬望方家读者教正。 

一 背景 

嘉道之际，江南风调雨顺，自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无天灾光顾，社会稳定，

民情祥怡[1] 。自古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就当时的江南社会，实在看不出有任何
灾疫发生的征兆。然而正当人们正在庆幸这几年上天保佑之时，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数年前，即1817年，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加尔各答腹地爆发了一场严重非凡的霍乱。霍乱在
印度一种古老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过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

别关注。关于何以这一地方病在1817年时忽然变得空前严重，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
题，不过一般认为当时气候的变化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2] 。 

当时，离一般所谓的近代开埠虽然还有些时日，但在中国沿海，“舳舻相衔，帆樯比
栉”，已颇有一派繁荣景象。对清前期海外贸易与海上交往过去由于一般抱有满清实行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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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锁国政策的观念，所以多有忽视。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来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
交往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较宋明两代，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以来，对外
贸易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主要外贸口岸的粤海关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

（1758—1767年）的贸易总值为288,045,650两，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年（1788—
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两，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

721,050,150两，分别比第一个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 。这些货物无疑基本是通过海
上运输的。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尽管中国行的远洋帆船航运业，已出现衰败之势，但外国

来华船只则明显增加，从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仅

英国进入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达54艘[4] 。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特别是英国通
过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沿海与印度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不仅如
此，“清代得国内帆船航运业，特别是沿海的帆船航运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达一百
余年的时间内，一直维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长江、大运河等的内河航运亦长期繁荣

[5] 。根据樊百川的估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10,000艘之间，

总吨位在150万吨左右[6] 。其中江南地区的上海港，每年的进出船只不下300万吨（包括

内河航运），已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另外宁波港也相当繁忙，1840年前，每年来往海船

约有一千数百艘[7] 。 

以上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嘉道之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却
把它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气候突然变化使得印度的霍乱变得空前的
严重，同时借助当时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
中国近海乃至内陆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国沿海进而在内地迅速蔓延。 

二 嘉道前中国之霍乱 

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

民病霍乱。”[8] “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

撩乱，上吐下泻。”[9] 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

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10] ，所以又称绞肠痧[11] 。虽然，现代一般认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肠炎或细菌

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

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12] 。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与中国旧有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
的霍乱的一种变形，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是他

在其所著的《霍乱论》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13] 不过

是转筋霍乱而已[14] 。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15] 。而且，根据程恺礼

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

（Dudgeon，1872）和汤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
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
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
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
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建议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

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 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
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
乱和传染之证，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

[17] 。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

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18] 。那么，它究竟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
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恐怕还待医学界进一步
深入探究。不过，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两
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
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其显然有两点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

伴有腹痛[19] 。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

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20] 。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

物也基本一致[21] 。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

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它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

霍乱证[22] 。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它在实际临床治疗
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显然与中国传



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
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
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
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
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详情见后）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关于后者，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的有关嘉靖甲子（1564年）的

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23] 。西蒙

则认为真霍乱的第一次造访中国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

亚传入[24] 。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

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佐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仲秋指
出： 

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
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

1822年）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

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25] 。 

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
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
从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在
此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是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
过，虽然它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就此，我们认为，真性霍乱尽管可能在嘉庆季年前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但在当时，至少
对包括江南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仍是一种新的疾病。（进一步讨论见后。） 

三 疫情 

对这次大疫传入和流传的情况，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陈方之

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据部分医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乱发现”[26] ，
也就是说，真霍乱是到道光元年传入我国的。1950年代，罗尔纲从部分文集和江苏的一些
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乱的传入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推测《东华录》中记载的道光元年北

京的大疫大约就是从江苏传去的[27] 。之后，范行准指出，“最早记载十九世纪初传入的

真性霍乱，盖为道光元年”[28] 。陈胜昆在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后认为，“自嘉庆二十五
年流行于广东、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远及燕京，其传染至猛烈，不是
中国传统医书上所说的霍乱，其杀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证明是近代流行的亚洲霍

乱。”[29] 程恺礼最近的论文揭示了一些20世纪早期的研究和不少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医生

的记录，根据程的论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乱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传到中国，

然后从温州和宁波往北方移动”。不过，多数专家同意，真霍乱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

陆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其中西蒙斯指出，这一流行病1817年就经陆路“移动到西藏和中

国的西南边界”，1820年又经曼谷传到广州和宁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区流传。米尔恩则指
出，他在嘉庆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从暹罗带到福建，然后移动到广州，然后由那里进入到

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进入宁波[30] 。程对其列举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
说法基本未给予必要的判别和考释，不过，她主要根据井村哮全从地方志中搜集的疠疫资

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乱流行病”图倒是可以让人较为直观地、全面地

了解当时霍乱在我国的流行情况[31] 。从图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闽广、江南、黄
河下游地区，云贵和陕西也有分布。 

从上述可见，对这次大疫的疫情，现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述，不过对疫病传入时间、流
行地点、传播途径和方式以及症状等显然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认识也不尽一致。以下
我们就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对江南
这场大疫具体情况作一揭示。 

对于这一瘟疫的症状，很多的文献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较为典型的叙述一
般是这样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

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32] 。 



由于真霍乱症状的特点较为明显，而且文献中的记载也相对比较详细，因此，在认定这次
疫病为真性霍乱这一点上，并无争议。有关这次瘟疫的具体流行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
以及部分文集、笔记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秋，鄞县大疫，其病脚筋缩即死，名吊脚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
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名吊脚痧，死者无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
浦尤甚。定海疫，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间。秋，镇洋大疫，患者手足蜷
挛，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贤亢旱，秋大疫，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
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华娄秋大疫。南汇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

此始。秋，昆新民疫。锡金大疫。冬，乌程乌镇时疫流行。冬，嘉兴府时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镇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经脉挛缩，俗名蜘蛛
瘟。宝山夏秋大疫。锡金大疫。江阴夏秋大疫。武阳秋疫。宜荆疫盛行。富阳大疫。新城
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症大行，患者腹绞痛，吐泻不出，四肢厥冷，逾时即不可救，死
者甚众，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脚痧，死者甚众。六七月间，嘉善大疫，
名钓脚痧，死者无虚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乡青镇夏大疫。乌程南浔夏大疫。
双林夏大疫，俗称吊绞痧，死者无算。德清夏大疫。长兴大疫，死者无算。镇海夏秋间，
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渐
差。慈溪夏又疫较上年庚甚。定海疫。会稽疫。萧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
岁大熟，其证似干霍乱，手足拘挛，须臾不可救，有一家丧数口者。苏州府大疫。昆新夏
秋大疫，吴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阳疫。丹阳疫。

[34] 

道光二年：秋，宝山大疫。镇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见红色，人饮之辄

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汇大水，疫疠证并作[36] 。 

道光四年：镇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苏州城时疫盛行

[37] 。 

由上举资料可以看出，这次瘟疫在江南出现的时间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庆二十五年，到
道光二年，流行也没有完全结束，三四两年江南仍有时疫发生，虽然在我们搜集的资料中
没有可供确定四年之疫情可以为何种疫病的详细记录，不过像镇海、苏郡，两年前曾发生
过真霍乱，疫情又出现在夏秋，是真性霍乱的可能性较大，而道光三年南汇发生的疫疠，
则有文献可征，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周浦镇诸生姚炜球曾于该年“七月中病霍乱

卒，年仅二十四”[38] 。由此可见，江南的这次大疫始自嘉庆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
元年夏秋达到高潮，秋冬霜盛势头转衰，但余绪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关于这次瘟疫的传播路径，已有的研究虽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广东、福建通过海上交
通北上，首先到达宁波，并从宁波向北移动，远及燕京，但在诸多细节问题上，各种说法
还不无龃龉，另外，对瘟疫传到宁波后的传播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为了更直观地考察

传播途径，还是让看看根据以上的资料制成的图1。（见上图） 

根据图1和以上所述疫情状况，首先可以看出，所谓瘟疫有由广经海路带到宁波，然后由宁
波向北传布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宁波府的鄞县、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发生于
嘉庆季年秋季，与太仓州的镇洋、嘉定，松江府所属各县以及苏州府的昆山、新阳等地发
生的时间相同，而离宁波较近的绍兴府、杭州府当年没有疫情发生，同时紧邻松太的嘉兴
府和苏州府却发生了瘟疫。可见，霍乱病菌应该是在宁波和上海同时登陆的，然后各自沿

交通线向内地传播。这两条路线的传播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1、在宁波，嘉庆季年，霍乱
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县四地出现，定海为孤立岛屿，象山与其它地区也有较
多屏障，在这两地，疫情基本各地独立发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该地停留了三年，而

象山之疫病从石浦港出现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 。在慈溪和鄞县两地，疫情可能同时出
现，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过从慈溪没有比较重要的海港这一点来
看，很有可能有鄞县传至慈溪。但是鄞县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没有重新发作，而慈溪的疫情
却更加严重，并向东波及镇海，向西沿姚江传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东运河向西渐次延及

（上虞[40] ）、会稽、山阴、萧山，然后可能由萧山传布到杭州[41] ，从杭州经钱塘江水

系传至富阳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萧山通过钱塘江水系波及富阳和新城。2、在松太地
区，病菌首先在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陆，利用当地便利的水陆交通线向北、西、南
三个方向蔓延，向西传至青浦、华亭等地，西北方向传入嘉定、镇洋、昆山、新阳等地



（唯离上海紧邻的宝山似乎幸免于难），并跳跃式地延及无锡和金匮，向南则流传到川
沙、南汇、奉贤、娄县、金山等县，并于初冬开始在嘉兴全府和湖州的乌程和归安流行

[42] 。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区重新发作[43] ，同时地处有疫诸县包围之中的宝山未能
再次逃过此劫。并继续通过长江、运河、太湖等水路及陆路交通路线向西，向北流传，苏

州府属各县无一幸免，其它运河和长江沿线，太湖周边的各县也基本都被波及[44] 。到这
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结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数地区仍有零星流行。 

这次大疫前后延续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个县，是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
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传播的方式向外扩散，有疫地区大都基本集中
在沿海及内地一些重要交通线上或周围，浙西西部、浙东南部、宁镇地区南部等山地丘陵
地区的大多数县均未受到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病菌登陆后，虽然肯定存在着陆路
传播，但内河航线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受波及地区，危害程度也不尽一致，在人多
地狭、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区，霍乱弧菌一旦上岸，便四处蔓延，而在相对闭塞的象山县，
却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区，这一凶猛无比的疫疠曾令时人瞠目不已，而在离登陆

地点较远的江宁，其危害似还远不如11年后发生的那场有可能是伤寒的大疫[45] 。另外，
在易感人群中，儿童受感染的机率似乎也较成人低，比如在镇海，“惟僧尼孩幼少犯”

[46] ，钱泳讲述的一则报应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张氏一家十八口除两岁幼孩幸免外全部

疫死的事实[47] 。而郑光祖的邻居，“季龙生一家四口，龙生先死于床”，其妇和十岁的

女儿相继死去，而刚满月的幼儿最终因无人照顾而夭折[48] 。表现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
乱的流行特点。 

四 当时的社会反应与后果 

尽管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清代江南面对瘟疫，无论是官府还是社会力量，一般都不会坐以

待毙，而会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 。这次自然也不应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

疫情发生后，“邑尊刘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50] 。不过总体来看，
虽然当时的各种文献，有关这次疫情的记载相对较多，但关乎救治的内容却明显稀缺。个
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传统的救治方法，对这一独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对
于瘟疫强力、迅速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这种救治也就很难对时人产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
该瘟疫的凶猛和前所未有，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手忙脚乱、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碍了
进一步救治措施的举办。对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宝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
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

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 

在其他地区，也多有“针刺医药，百无一效”[52] 之类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
对这次大疫，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种种医疗手段，但效果却明显不尽人
意。 

这样的大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见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据估计，在这次瘟

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在5%以下[53] 。这
一比例，与近来有些研究者高达四五成估计相比，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它与当时

霍乱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据麦克尼尔的说法：“1831年，
当这种病第一次侵袭开罗时，该城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这种情况并不

常见，而且在欧洲城市，霍乱所造的人口损失从来没有这么大。”[54] 实际上，就是这样
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当可观，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松太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

50万以上[55] 。除了损害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
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无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
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甚至可能导
致生产停滞，市面萧条。比如，疫情爆发后，在宝山的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

市”。[56] 。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响外，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霍乱这一杀手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虽然瘟
疫对江南的民众来说，并不鲜见。但这次却让时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灾之
后，必有大疫。”但这次大疫来到时，明明是承平丰乐之年。其次，在时人的经验中，疫

疠“所行之地，远不过数百里，从无延及各省者”[57] ，然而这回，“瘟疫流行，几遍天

下”[58] 。再次，该疫发病之暴烈、症状之奇特也令时人甚感恐惑不解。在当时的记载
中，像“顷刻殒命”、“即刻毙命”、“不逾时而死”之类的用语随处可见。对霍乱发作



时，手足痉挛，两脚麻木，特别是泄泻一如无肛门收束、身体顿然形销骨立等症状，时人
困惑不已，郑光祖曾感叹说：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
无肛门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
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

知消归何所[59] 。 

柳树芳也在描述这次瘟疫的诗中云：“肠胃先巳伤，肌肉登时削。往往一饭顷，便不可救

药。人言鬼作祟，纵疫为击缚。”[60] 最后，在瘟疫传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现象也让
时人产生种种猜疑。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与疫的关系问题上，当时到处传言，“食西

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61] 。根据我们现代的认识，西瓜与霍乱显然没有直接关系，不
过，在当时夏秋季节，苍蝇飞扬，以及小贩往往会用已经污染的水喷洒没有及时卖出去的
西瓜以保持持湿度，故西瓜成为传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开而没有妥善
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肠道传染病的流传媒介。不过，江南是肠道传染病的多发地区，
显然这不是江南肠道传染病的第一次爆发，那么，何以西瓜的传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
呢？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发病特点相关。虽然西瓜既能传播霍乱病菌，也必然会传播伤

寒和痢疾等其它肠道传染病的病菌，但我们知道，伤寒起病缓，潜伏期长[62] ，使人难以
察觉；而痢疾虽潜伏期并不长，但一者该病常见，危害较小，二者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霍

乱弧菌强得多，除水果外，几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为传播中介[63] ，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
别的注意。由于时人感觉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同时这次的疫情又特别严重，所以，猜忌纷

起，认为是西瓜中毒，说：“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64] 甚至见到“惟是西瓜中切

出蚰蝎”[65] 。有人根据自己的经历斥责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见认为并非无稽[66] 。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时人又对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再加上
传统的救疗方式很难取效，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时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
无状的恐怖气氛。当时之江南，“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 “啸樑啖宝，草本

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67] 。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着整个大
江南北。嘉庆季年，疫病虽未传至江北，但有关瘟鬼将至的传言早已病菌到达之前捷足先
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将有鬼夜半叫门，应之即吐
血而亡，须遵书符咒避之，乃免。……当时人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

述，”[68] 。陕西西安也“人情汹汹，流言四起”[69] 。 

由此，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江南地区的这次大疫实乃超出时人经验和记忆范围
的一种新疫病，故而，尽管真霍乱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对
包括江南在内大部分地区来说，应该基本可以认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霍乱、全新而且
凶猛异常的疫病。 

注释: 

[1] 在江南众多的地方志的“祥异”中，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
间，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见有其它自然灾害的记录，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三

年（1818年），“岁大稔”。桐乡的柳树芳的《纪疫》诗则指出：“比来屡丰年，户口占

和乐。日常餍膏盘，几不识藜藿。”（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872页） 
[2] 参阅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

司1998年版，第302—303页：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
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

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页。 
[3] 黄启臣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的数字计算而得。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

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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